
 

畜禽粪便还田所致环境污染现况及其
健康危害
吴玉高， 李卓阳， 方菁

昆明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中国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解决了我国居民肉、蛋、奶等动物源性食品的供应问题，

畜牧业高速向集约化转型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畜禽粪便，但由于我国养殖业未能与种植
业有机结合，致使大量动物粪便未能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利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和公众健康风险。动物粪便中的抗生素及其耐药基因、重金属、病原体等污染物，可以
在动物粪便的转运、储存、加工和利用过程中进入农田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食品，对
人类健康构成直接和间接的风险。本文依据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和文献分析了我国畜禽粪
便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暴露于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健康的潜在风险。针
对现存问题提出畜禽粪便的合理利用建议，为有效利用畜禽粪便同时又保护人群健康提供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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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growth of modern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has supplied meat, eggs, and
milk  for  Chinese  residents,  meanwhile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to  intensive  husbandry
operations has also produced a large quantit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However, due to
the  failure  of  integra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crop  plantation,  most  of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has  not  been  treated  and  utilized,  which  may  caus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ublic  health  risks.  Antibiotics,  heavy  metals,  pathogens,  and  other  pollutants
contained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can  enter  farming  soil,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during  the  transportation,  storage,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contaminate food, and pose direct and indirect risks to human health. Based on
published  statistics  and  paper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main  pollutants
discharged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manure, their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s by exposure to these pollutant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scientifically
utilize animal manure were proposed, aiming to better protect huma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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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居民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传统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自
由养殖逐渐向集约化，规模化的养殖方式转变。与此同时，这样的养殖方式也带
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2020 年我国生态农业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第二次
全国农业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对比 2010 年第一次普查结果，我国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总体大幅下降，但数量大、区域广的农业面源污染仍是我国防控和治
理的难题，畜禽粪污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与重要成因。由于我国畜牧业
存在养殖面广、养殖数量大、养殖地点分散和隐蔽等特点[1]，畜禽粪便造成的环
境污染监督难度较大。与此同时，畜禽粪便也是巨大的资源库，我国畜禽粪便年
均产量约 38 亿 t，其中 40%未得到有效处理和利用[2]。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部
关于粪污综合利用的政策，鼓励各地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和环境特点发展粪污
能源，对畜禽粪便进行肥料利用。然而，畜禽粪污中包括病原体、天然和人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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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激素、兽用抗生素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畜禽粪便
经过无害化处理回田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的种植效
率，但如果在动物粪便的转运、储存、加工和利用过程
中未进行无害化处理，会使畜禽粪便中的污染物进入
当地农田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食品，对人类健
康构成直接和间接的危害[3]。此外，我国农业种植复种
指数高，畜禽粪便直接还田会增加土壤中残留的重金
属与抗生素被植物吸收的可能性，继而参与食物链流
转，最终可能会进入人体，威胁人类健康。本文依据公
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和文献初步分析了我国畜禽粪便
的环境污染现状，并结合现状对畜禽粪便回田后重金
属污染、抗生素污染、病原体污染对人类健康的直接
和潜在风险进行了分析，针对现存问题提出畜禽粪便
的合理利用建议，为有效利用畜禽粪便同时又保护人
群健康提供助力。 

1    我国畜禽养殖废弃物环境污染现状

NH+
Ϧ

NH+
Ϧ

在全球范围内畜牧业活动对环境产生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畜牧业产生的氮磷相关污染物占了全球许
多地区环境污染负荷的一半以上，导致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人类健康损害和全球气候变暖[4]。为在有限的
农田上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致富，我国鼓励
多地发展集约化和规模化养殖，近年来畜牧业集约化
程度高速增长，高面源污染的畜禽养殖业正在我国各
大流域飞速发展。集约化的畜禽养殖技术促进了我国
养殖业向高产优质高效发展，但同时也导致种养分离
的局面。当前我国集约化养殖场大多集中在远离农田
的城市郊区，农村畜禽养殖和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排污
是造成耕地、水体及地下水 N、P、氨态氮 ( -N) 和
化学需氧量 (chemical oxygen demand, COD) 污染的主
要原因，其贡献率大大超过来自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
的点源污染。如图 1 所示，农业活动，包括农业、水产
养殖和畜禽养殖，已经是 COD 的最大来源和 -N 的
第二大来源。2011—2016 年期间，在工业、农业和城
镇生活三个废水有机污染排放源里，农业源一直占到
将近一半，其中畜牧养殖业的污染又占到农业源污染
的 95%以上，畜禽养殖业已成为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
来源之一。畜禽废弃物还田的运输成本较大，加上畜
禽废弃污染物产生的连续性和还田的季节性，造成畜
禽废弃物的大量剩余而无法返田利用，对环境造成了
严重污染[5]。除水源污染外，封闭的养殖环境和粪便
运输还会产生大量生物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将会为
人类和动物疾病传播提供条件。养殖场夏季产生

的降温废水、冲洗圈舍废水、尿液和饮用废水等会暂
时储存在蓄粪池中，在集约化强降雨的情况下，由于
蓄粪池的溢流，畜禽粪便传播的病原体会进入河流和
湖泊[6]。 

2    我国兽用抗生素使用情况和畜禽粪便中残
留的抗生素带来的健康风险 

2.1    我国兽用抗生素使用情况
兽用抗生素是保证畜禽养殖业大规模、集约化发

展的基础之一。为了提高饲料利用率和促进动物生
长，兽用抗生素被广泛运用于畜禽和水产养殖以预防
和治疗疾病[7]。我国曾允许在动物饲料中添加部分抗
菌药物来降低养殖风险，如四环类和磺胺类抗生素就
被广泛用于牲畜消炎。但部分养殖工厂和个体养殖户
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缩短畜禽的生长周期，会选择在
饲养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抗菌药物。我国是抗生素生产
和消耗最大的国家，比起人类医疗行为滥用的抗生
素，兽用抗生素药物的滥用更为严重[8]。农业农村部发
布的《2019 年中国兽用抗菌药使用情况报告》显示，

我国 2019 年畜禽肉产量 7 759 万 t，各类兽用抗菌药
的使用总量为 30 903.66 t，兽用抗菌药的整体使用量
呈下降趋势。如图 2 所示，自 2009 年以来，我国每吨
动物产品使用抗菌药的量在 2014 年达到顶峰，之后
开始显著下降，2018 年下降到基本接近 2009 年的水
平，但是由于畜禽养殖的规模和饲养密度仍然在不断
增加，兽用抗生素的滥用情况仍不容乐观。 

2.2    直接健康影响：畜禽粪便中残留的抗生素进入
环境和食物链

由于抗生素在动物体内吸附力很差，约有 30%
到 90%可通过粪便或尿液排泄到外界环境中[9]。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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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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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图 1   2011—2016 年期间中国主要 COD 和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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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Figure 1   Main sources of COD and -N emissions in China
over the 2011–2016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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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畜禽粪便施肥是动物体内抗生素进入土壤环境的
一个重要途径。进入土壤环境中的抗生素可通过淋
溶、渗滤等迁移途径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和饮用水源,
并通过作物吸收和积累进入食物链[10]。随着我国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机绿色农产品不断兴起，畜禽粪
便的发酵肥就是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重要的肥料来源，

畜禽粪便作为有机肥回田后，土壤中会有一部分残留
抗生素通过吸附，迁移，降解等过程损失掉，另一部分
则仍然残留在土壤之中。有研究表明有机蔬菜养殖场
长期频繁施用畜禽粪便，土壤中抗生素残留量高于其
所属养殖场土壤中的抗生素残留量[11]。

虽然我国不断出台法律法规来确保食用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但动物性食品在抽检过程中仍存在抗生
素残留情况。我国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0 年食用农
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抽检不合格情况》显示：畜禽产品
和水产品为食品农产品抽检不合格的主要类型，占比
分别为 21.14%和 30.22%。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
类等兽药残留超标为畜禽产品和水产品抽检主要不
合格项。长期摄入抗生素残留的动物性食品可引发过
敏、生殖障碍、骨髓毒性等多种急慢性损伤[12]。如食
用氯霉素超标的动物性食品可引起致命的“灰婴综合
症”反应，严重时还会造成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13]。磺
胺类药物制剂在动物体内代谢周期长，长期食用磺胺
类药物残留的动物性食品，残留的抗菌药物将会随着
畜禽肉类进入人体、产生积累，引起过敏反应或者使
机体产生抗药性[14]。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江苏、
浙江、上海 1 000 多名 8 到 11 岁的在校儿童尿液进行
检 验 ，共 检 出 21 种 人 用 、 兽 用 或 人 兽 用 抗 生 素 ，

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其
中检出的金霉素、恩诺沙星、泰乐菌素等三种抗生素
一般只限于畜禽使用。兽用抗生素暴露与儿童肥胖、

性早熟相关，医用抗生素使用，实质上是短期高剂量
暴露，而来自食品或环境中的抗生素暴露，是长期低
剂量暴露[15]。 

2.3    间接健康影响：畜禽养殖与抗生素耐药性的产
生和传播

兽 用 抗 生 素 的 滥 用 加 速 了 抗 生 素 耐 药 基 因
(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 和抗生素耐药细菌
(antibiotic resistance bacteria, ARB) 的产生和传播。世
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已将抗
生素耐药性列为 21 世纪人类健康将应对的最严重风
险之一。养殖场产生的粪便、污水以及养殖环境空气
中的气溶胶、灰尘和细菌滋生的食物等都是 ARGs 在
宿主之间通过环境传播的重要媒介[16]。长期滥用兽用
抗生素，会使养殖动物的肠道中被诱导出抗生素耐药
菌株，这些编码抗生素耐药基因的菌株是环境中抗生
素耐药基因最重要的来源。动物粪便中的抗生素耐药
菌株可以通过雨水和灌溉用水从农用动物粪便中过
滤出来，从而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系统。抗生素耐药
菌可在人类、动物、食物、环境逐渐相互传播[17]。人类
可通过多种途径接触耐药细菌，包括食用受污染的作
物、饮用受污染的水、呼吸受污染的空气等。在人体
中，耐药细菌可将 ARGs 传播至人体微生物群，可能会
破坏胃肠道菌群平衡，进而影响人类健康[18]。

Van 等[19] 通过食源性病原体的流行率调查，分析
了全球 901 个监测点的动物源性抗生素耐药性流行
率结果显示，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全球鸡中表现出
50%以上耐药性的抗生素比例从 15%增加到 41%，猪
中从 13%增加到 34%，中国的抗生素耐药性流行区域
集中在东北等养殖密集区。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领衔
的耐药性研究团队 2016 年对国内鸡肉生产链收集的 1 000
多份样本进行耐药性监测与分析，发现大肠杆菌能携
带耐药基因 mcr-1 从上游种鸡场沿鸡肉生产链条一直
传播到超市。动物源性食品的消费、水产养殖发达程
度和水产品的消费对人群中 mcr-1 阳性大肠杆菌的定
植和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动物源性耐药菌和饲用抗
生素及其活性代谢物会随动物排泄物排到环境中，对
环境产生污染，并且细菌的耐药性会随着畜禽粪便施
肥的次数增加[20–21]。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是近
年来发现的超级细菌，尤其是在中国等亚洲地区尤为
严重，碳青霉烯类药物在我国已经在养殖中禁用，但
仍在我国养殖动物、伴侣动物、野生动物中发现，并在
养殖产业链和养殖环境中传播，通过候鸟迁徙、虫媒、
人员流动[22]。目前关于动物源性耐药菌的研究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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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 2009—2019 年动物产品总量和每吨动物
产品使用抗菌药量

Figure 2   Total amount of animal products and amount of
antibiotics used per ton of animal product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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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观察性的，而不是实验性的，耐药细菌从食源性动
物转移到肉制品，再进一步侵入人类机体的过程并不
能被证实，一些专家呼吁改进风险评估方法，以更好
地研究抗生素耐药性和人类健康之间的潜在联系。 

3    畜禽粪便中重金属残留与相关健康风险
合理剂量的重金属微量元素添加剂可以用来防

治动物疾病。我国《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允许
养殖工厂以及个体户合理使用重金属添加剂如 Cu、
Zn、Pb、As 等微量元素。但养殖过程中仍存在部分养
殖者过量添加，导致部分畜禽粪便中重金属超标[23]。
据统计，我国每年添加约 15~18 万 t 的重金属到畜禽
饲料中，但近 10 万 t 未被动物利用而随粪便排出体
外，造成土壤和水的污染[24]。土壤是畜禽粪便中有害
残留物向大气、水体和有机体传播的主要介质，长期
连续施用重金属超标的畜禽粪便会向土壤-植物系统
中输入大量外源性重金属元素，导致土壤和蔬菜中的
重金属超标[25]。人通过经口摄入和皮肤接触等方式，

重金属单质会与人体多种活性物质相互作用，使人体

原有的生化功能丧失或改变，引起病理变化，导致重
金属中毒，部分重金属还会穿过人体血脑屏障，积聚
在脑组织中，影响神经和行为功能[26]。

畜禽粪便是有机肥的主要来源，不同国家的堆肥
产品的标准中，对  9 种主要重金属 Zn、Cu、As、Cr、
Cd、Pb、Hg、Ni、Co 含量进行了限制（表 1），但目前我
国对某些潜在有毒金属和金属的总浓度的最大允许
限值仍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如 Cu、Zn、Ni 、Co 没有
制定相应的限量标准。部分重金属有机制剂我国和其
他国家的规定不同，以 As 为例，作为动物饲料添加剂
在欧盟和美国已被禁止添加，但在我国曾一度批准苯
胂酸类有机胂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来促进家禽生长，

治疗球虫病和预防胃肠道感染。使用有机砷为饲料添
加剂的猪场周围土壤或者长期施用猪粪作为肥料的
农田，大部分土壤砷含量超标，并在地下水，农产品中
发生砷富集[27]。我国畜禽粪便商品有机肥中重金属含
量绝大部分在国家标准限量值内，但由于部分重金属
限量标准不够严格, 长期大量施用仍然会导致土壤中
重金属积累。

Yang 等[28]2014 年调查并检测了全国 10 个人口密
集、畜牧养殖密度高的省份的 212 家有机肥堆肥工
厂，发现有机肥仍然存在部分重金属超标现象，部分

Zn、Cu、Cd 和 Hg 含量最高的有机肥，会在较短的时间
内使土壤金属浓度翻倍。农业农村部 2020 年对天津、
河北等 23 个省（区、 市）肥料生产企业生产有机肥料

 

表 1   国内外有机堆肥产品中重金属限量标准[28]

Table 1    Limits of heavy metals in organic compost products at home and abroad[28]

 

指标 Zn Cu As Cr Cd Pb Hg Ni Co

重金属质量分数/（mg∙kg−1）

　中国[29] — — 15 150 3 50 2 — —

　澳大利亚（有机种植） 200 70 — 70 0.7 45 0.4 25 —

　澳大利亚（普通种植） 500 150 — 70 1 120 0.7 60 —

　加拿大（任何用途） 700 400 13 210 3 150 0.8 62 34

　加拿大（限制使用） 1 850 757 75 1 060 20 500 5 180 150

　欧盟（有机种植） 200 70 — 70 0.7 45 0.4 25 —

　欧盟（普通种植） 300 100 10 100 1 100 1 50 —

　英国 400 200 — 100 1.5 200 1 50 —

　美国 2 800 1 500 41 — 39 300 17 420 —

超标率/%

　中国 — — 13.7 4.2 2.4 1.4 0 — —

　澳大利亚（有机种植） 66.5 33.5 — 8.0 27.8 1.4 9.0 7.5 —

　澳大利亚（普通种植） 24.5 14.6 — 8.0 18.9 0.5 5.2 2.8 —

　加拿大（任何用途） 13.7 7.1 17.5 3.3 2.4 0.5 3.8 2.8 1.9

　加拿大（限制使用） 3.3 0.9 0 0.9 0 0 0 0 0

　欧盟（有机种植） 66.5 33.5 — 8.0 27.8 1.4 9.0 7.5 —

　欧盟（普通种植） 46.2 21.2 25.9 5.7 18.9 0.9 2.8 3.8 —

　英国 32.1 13.2 — 5.7 10.4 0 2.8 3.8 —

　美国 1.9 0 1.9 —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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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监督抽查，结果显示有机肥料抽检合格率为
87.8%，有机肥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重金属含量超标
和有机质不足。食用了重金属超标的农作物和饮用受
污染的水源，会引发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与健康问
题。我国有机商品堆肥中对重金属 Cr、Cd、Hg 的限量
标准均是欧盟标准的两倍以上，WHO 下属的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认定 Cr、Cd、As 均为Ⅰ类致癌物。食用 Hg 超标
产品与水俣病密切相关；Cd 能引发高血压，心血管系
统、多个器官损伤以及代谢类疾病的发生，尤以对肾
脏损害最为明显，婴幼儿如果长期食用会影响神经系
统及骨骼的发育[30]。 

4    畜禽粪便中人畜共患病原体传播的公众健
康风险

畜禽粪便是多种病原体的贮存库，含有大量的致
病菌、病毒、寄生虫及寄生虫卵，同时还是 150 多种疾
病的潜在发病源[31]。堆肥技术是杀灭大多数病原体的
有力手段，但处理过程中不当的操作会带来严重的环
境污染和人类健康风险。在动物活动和粪便处置过程
中病原体很容易被气溶胶化，逸散到空气中生成生物
气溶胶。生物气溶胶逸散到养殖场周围，可能对养殖
场工人和周围居民产生健康风险，长期处于生物气溶
胶的暴露环境中很容易让人产生急性和慢性炎症[32]。
畜禽粪便具有传播疾病的潜力，致病菌和病毒不但会
直接影响养殖动物自身的健康情况，还会通过各种渠
道与人类接触，影响人体健康，畜禽粪便中对人体健
康影响最重要的病原菌包括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空
肠弯曲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和产气荚膜梭菌，

这些条件致病菌能导致呼吸道感染，肠胃感染等[33]。
农田中直接施用畜禽生粪、自然堆肥和人工翻堆生
粪，人类通过直接接触动物粪便，或者间接接触被动
物粪便污染的土壤，食物和水源都会导致人畜共患病
病原体的粪口传播。WHO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共有
6 亿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生病，而食品中病原菌
的污染与畜禽排泄物密切相关。2011 年德国爆发了
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疫情，感染者的数目达到 3 816
人，死亡 54 人，生食被大肠杆菌污染的蔬菜为此次疫
情最主要的源头[34]。畜禽粪便中的病原菌大多数离开
宿主后，还能在外界环境中存活很长时间，例如，粪源
大肠杆菌在土壤中可存活超过 45 d，并可以通过根部
侵染来破坏生菜的食用部分[35]。畜禽粪便中的病原体
同时和抗生素耐药基因具有协同作用，畜禽粪便在用

于农业种植之前进行的堆肥处理并不能彻底清除其
病 原 体 携 带 的 抗 生 素 耐 药 基 因，这 类 应 用 会 促 进
ARGs 在粪便源细菌与土壤中携带移动基因元件（如宿
主广泛的质粒、1 型整合子等）的微生物之间的水平传
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类土壤中生产的蔬菜类
植物存在 ARGs 水平显著上升的风险[36]。 

5    结论和建议
畜禽粪便带来的重金属污染、抗生素污染、病原

体污染已经成为了严重影响人类、动植物和环境的全
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但我国对其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人
类健康风险的关注和监控工作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对抗生素及其抗性基因，重金属
的迁移和消亡规律，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机制以及对人
类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的综合影响仍然需要进
一步研究明确。但另一方面畜禽粪便作为商品有机肥
的主要原材料，为生态农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可以
帮助中国实现其“化肥投入零增长”的政策目标。但由
于畜禽养殖者兽药的不合理使用，商品有机肥生产企
业的相关技术不成熟，农户还田利用时缺乏科学专业
的指导，相关部门和机构执法力度不严格等因素，我
国在畜禽粪便的资源化利用方面仍存在较大健康风
险隐患。故本文对畜禽粪便的还田利用提出以下
建议：

一是健全畜禽粪便还田利用的制度体系。建立科
学规范、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
制度体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基层监
管部门应对养殖户进行严格监管，规范畜禽养殖户生
产，加强对养殖户的管理和宣传教育。地方农业部门
加强对畜禽粪便还田农户的技术指导，避免不科学的
还田方式带来的环境和健康风险。二是倡导科学饲
养，合理规范用药。目前我国农业部发布了公告，要求
禁止在饲料中添加促生长类药物，动物养殖过程中减
量使用抗生素，但饲料“禁抗”落实到养殖现场并不容
易，长久以来，抗生素等药物在饲料中的广泛使用，为
畜禽健康树起了一道“防御屏障”，所以饲料和养殖行
业应加大科技创新、升级转型，研发新型饲料，逐步替
代抗生素等药物的使用。三是实现信息化管理。对畜
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实现信息化监管，不断
完善畜禽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实现对全国
规模养殖场全覆盖监管，主要监管内容包括养殖量、
兽药使用量，饲料添加情况、粪污产生量、粪污处理设
施装备情况等。四是完善有机肥相关标准。目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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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有机肥生产标准尚未对杂菌种类和数量，抗生素
和部分重金属做出限量规定。对此，可参考其他国家
进一步完善我国有机肥标准，探索制定出符合我国国
情的有机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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